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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查·

中国4省艾滋病单阳家庭配偶告知方式
和影响因素调查分析

何慧婧 徐鹏 辛倩倩 曾吉 张灵麟 孙定勇 余惠芬 陈怡 琚腊红 吕繁

【摘要】 目的 了解艾滋病单阳家庭配偶告知方式（感染者本人告知/由他人告知）的情况及

可能的影响因素。方法 采用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以面对面的调查方式，对我国河南、云南、广

西、四川地区的艾滋病单阳家庭进行调查，内容主要包括人口学信息、艾滋病相关知识与行为、配

偶告知的方式等；并结合艾滋病综合防治数据信息系统的资料收集调查对象的感染途径等信息。

结果 共调查艾滋病单阳家庭感染者及其配偶770对，其中414名感染者（53.77%）自报是本人将

感染状况告知配偶，由医务人员告知的344人（44.68%）。影响告知方式的因素有性别、民族、文化

程度和感染途径。女性、汉族、文化程度高者、既往采供血感染者，更倾向于由感染者本人进行配

偶告知。结论 民族和传播途径是告知方式的重要影响因素，应重点加强以性传播和/或静脉注

射吸毒传播为主的地区以及少数民族地区的配偶告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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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现存的74万HIV感染者和患者中，经配偶

间传播的超过 13%［1-2］。HIV/AIDS 配偶的告知、检

测、坚持正确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经配偶间传

播不可或缺且前后衔接紧密的步骤，其中感染者配

偶告知是关键的第一步，是开展感染者家庭内干预、

预防配偶传播的重要前提［3］。截至 2011年，全国共

有4个省份出台了配偶告知的相关政策［4］，其中提出

如果 HIV/AIDS 拒绝告知其配偶，责任告知单位要

进行配偶告知。然而对于大多数地区而言，由于缺

乏政策支持，配偶告知主要还是依靠感染者本人进

行，这在缺乏配偶强制告知的地区，不利于告知和检

测工作的开展。既往研究或是针对告知与否展开

调查分析，或是仅简单描述不同告知方式的比例，

而未对影响告知方式的因素作分析比较［2，5］。针对

告知方式影响因素来探索促进配偶告知的策略和措

施，对于艾滋病配偶间传播，具有积极的意义。因

此，为了解目前单阳家庭配偶告知的方式与影响因

素，本研究开展了相关调查。

对象与方法

1. 调查对象：来自河南、云南、广西和四川省、自

治区艾滋病疫情较重县（市）的艾滋病HIV/AIDS及

其配偶。本研究的“配偶”指法律意义上的丈夫或者

妻子；单阳家庭是指夫妻一方确诊 HIV 感染，而另

一方为HIV阴性。调查对象纳入标准：HIV感染时

间≥6个月；HIV阴性一方已知其配偶的感染情况；

年龄为18～60岁；长期与配偶居住，分居时间≤6个

月；知情同意。

2. 抽样方法与样本量：见何慧婧等［5］的相关研

究。本次共调查单阳家庭感染者及其配偶770对。

3. 调查方法：根据研究需要，采用自行设计的调

查问卷，以面对面的方式对调查对象进行问卷调

查。调查内容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家庭收入

等一般人口学信息；防治知识知晓情况、性行为频

率、安全套使用情况等艾滋病相关知识行为情况；配

偶告知的现状、告知方式等与配偶告知有关的信息

等。本研究设置了3个问题来评价感染者的感染风

险认知：①是否知道性接触传播是艾滋病的重要传

播途径；②是否知道正确使用安全套可以减少艾滋

病的传播；③是否认为夫妻性行为不使用安全套会

把艾滋病传给配偶。

4. 统计学分析：采用EpiData 3.0软件录入数据，

SAS 9.2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率的比较采用χ2

检验，应用多因素非条件 logistic回归模型筛选配偶

告知方式的影响因素，以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

结 果

1. 基本情况：共调查单阳家庭 HIV/AIDS 及

其配偶 770 对，其中河南 207 对（26.8%），云南 200

对（26.0%），四 川 210 对（27.3%），广 西 153 对

（19.9%）。 以男性（72.21%）、汉族（56.6%）、≤45岁

（85.6%）、小学及文盲（56.9%）居多。在感染艾滋病

的途径方面，主要为注射毒品感染（42.21%），其次

为血液传播（26.75%）和性传播（25.59%），其余为不

详（5.45%）。感染者配偶中，以女性（72.2%）、≤45

岁（约 85.7%）、汉族（56.7%）、小学及文盲（55.2%）

居多。

2. 疾病风险认知与性行为情况：感染者中，有

79.9%（615/770）的人知道性传播是艾滋病传播的重

要途径；有 80.0%（616/770）的人认为正确使用安全

套可以减少艾滋病的传播；79.4%（611/770）的人认

为夫妻性生活不使用安全套会传播艾滋病。得知感

染情况后，92.5%的 HIV 阴性配偶意识到自己也可

能感染艾滋病，但仍有7.5%的阴性配偶未意识到传

播的风险；9.2%的感染者配偶不知道正确使用安全

套可以减少艾滋病的传播。

得知感染状况后，770 名感染者配偶中，57.9%

的人减少了性行为次数；应答的 768名感染者配偶

中，28.2%的人性行为频次 1 个月 1 次或少于 1 次，

53.4%的人1个月2～3次。

3. 配偶告知情况及告知方式：770名HIV/AIDS

中，有414人（53.8%）自报是本人将自己的感染情况

告知了配偶，由医务人员告知的 344人（44.7%），其

他方式（包括由村干部等告知）的 12人（1.5%）。从

配偶回答的角度看，有 401人自报是配偶将感染情

况告知了自己，占 52.1%，由医务人员告知的 358人

（46.5%），其他方式的 11人（1.4%）。感染者和其配

偶在告知方式的回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757 名感染者配偶中，希望由感染者本人告知

的有 398人（52.6%），希望由医务人员告知的有 359

人（47.4%）。

4. 配偶告知方式的影响因素分析：将可能与告

知方式有关的因素，包括性别、年龄、民族、文化程

度、感染途径等纳入 logistic模型进行单因素与多因

素的回归分析。在调整其他自变量的影响之后，性

别、民族、感染途径、文化程度与告知方式相关。男

性、少数民族、非既往采供血感染者、文化程度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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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容易由他人告知。此外，不同地区比较也有差别，

河南地区的本人告知率最高，其次为云南、广西，而

四川地区的感染者，则均为他人告知。由于地区和

感染途径在回归方程中存在较强的共线性（即地区

告知方式的不同很大程度是由于感染途径不同引

起），故未将地区作为自变量纳入回归方程分析。见

表1。

讨 论

本次调查的 770对单阳家庭HIV/AIDS及其配

偶中，有53.8%的家庭是由HIV/AIDS本人进行配偶

告知，其余仍有 46.2%的人是由他人告知。配偶本

人告知的比例仍然较低。虽然早在 1999年卫生部

《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管理意见的通

知》就已指出，“经确认的阳性结果原则上通知受检

者本人及其配偶或亲属”，但对于告知的方式和不告

知的责任却没有明确规定。目前云南（2007年）、浙

江（2007 年）、河南（2008 年）、甘肃（2010 年）、广西

（2011 年）等省份出台了明确的感染者配偶告知政

策。政策核心是：如果感染者本人不能或不愿告知

配偶，那么，医务人员有权告知。大多数省份未见落

实《艾滋病防治条例》中有关配偶告知的具体政策。

缺乏政策支持的情况下，出于对感染者隐私的保护，

和/或因他人告知造成家庭关系不和谐等原因考虑，

医务人员在告知工作中面临很多障碍［4］。

从告知意愿的调查可以看出，47.4%的感染者

配偶还是希望由医务人员告知配偶的感染状况，一

方面可能出于对自身健康的担忧，另一方面也可能

与医务人员能够更加客观、专业地进行咨询和健康

教育等有关。影响告知方式的主要因素有：性别、

民族、文化程度和感染途径。本研究发现，女性较

男性更倾向于本人告知，这与以往的一些研究结果

不同［2，6-8］。本研究中女性感染者在河南所占的比例

高于其他省份（河南女性感染者占 45.89%，云南为

32.50%，广西为 34.64%，四川为 0.48%，P＜0.001），

而河南是以既往有偿供血感染为主。既往有偿供血

感染者都是无辜的受害者，也是社会同情、理解和更

能接纳的对象，能得到家庭的支持和理解［3］，因此也

不难理解其本人告知率较高。不同感染途径本人告

知的比例不同，既往采供血告知比例最高。以往有

研究发现吸毒较性传播感染的HIV本人告知的难度

较低［2］，但本研究结果却显示，经性传播人群反而较

吸毒人群本人告知比例高。这可能与调查地区部分

吸毒人员在强制戒毒所检测出HIV后，直接由医务

人员转告其配偶有关。

不同地区告知方式的不同，根本原因也是由于

感染途径的不同，河南主要以既往采供血感染为主，

因此本人告知比例最高，云南、广西两地吸毒与性传

表1 HIV感染者告知方式的影响因素分析（非条件 logistic回归，本人告知＝1，其他＝0）

因素

性别

男

女

年龄组(岁)

19～

35～

45～63

民族

汉

其他

文化程度

文盲

小学

初中

中专及以上

感染途径

性传播

注射毒品

不详

血液传播

注：ORu是不考虑其他因素影响时该因素的 logistic回归OR估计值，ORm为校正了其他自变量影响后的OR估计值；由于四川地区的调查对
象均为他人告知，在 logistic回归中属于“空单元”的情况，故四川的相关数据未进入多因素方程

本人告知(n，%)

265(47.58)

136(63.85)

96(32.00)

223(62.12)

82(73.87)

310(71.26)

91(27.16)

26(14.69)

139(54.09)

202(72.14)

33(66.00)

112(56.85)

94(28.92)

17(39.53)

178(86.83)

ORu值

0.514

1

0.166

0.580

1

0.150

1

0.089

0.607

1.334

1

0.200

0.062

0.099

1

95%CI

0.371～0.711

-

0.102～0.271

0.361～0.932

-

0.109～0.207

-

0.043～0.043

0.322～1.145

0.703～2.532

-

0.122～0.327

0.039～0.099

0.048～0.206

-

P值

＜0.001

1

＜0.000 1

0.024 3

1

＜0.001

1

＜0.001

0.122 8

0.378 0

1

＜0.000 1

＜0.000 1

＜0.000 1

1

ORm值

0.536

1

0.691

0.885

1

2.058

1

0.328

0.736

1.165

-

0.148

0.134

0.116

-

95%CI

0.334～0.859

-

0.363～1.316

0.494～1.585

-

1.253～3.377

-

0.116～0.926

0.353～1.536

0.578～2.346

-

0.079～0.278

0.066～0.271

0.048～0.282

-

P值

0.009 5

0.260 9

0.682 1

0.004 3

1

0.018 1

0.236 4

0.845 2

1

＜0.000 1

＜0.000 1

＜0.000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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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并存，告知比例低于河南；四川的调查对象全部为

彝族，由于风俗习惯（偶遇性行为普遍存在但对性却

避而不谈）［9］、文化程度较低等原因，其感染者的感

染情况全部由医务人员告知配偶。文化程度和本人

告知比例呈正关联，文化程度越高，感染者的告知意

愿也越强，这与国内外相关研究的结果一致［8，10-12］。

可能与文化程度较高者，更容易获得疾病相关知识

和社会支持有关。少数民族较汉族本人告知比较

低，也可能与其较低的文化程度（文盲比例高，小学

及以下文化程度者约占 74%）和防病知识相对匮乏

有关（只有约 55%的人知道性传播是HIV的传播途

径、正确使用安全套可以降低HIV的传播风险，而汉

族这一比例分别为99%和98%）。

在对艾滋病的感染风险认知方面，仍有 20.6%

的感染者不知道性接触可能传播艾滋病，也缺乏对

安全套使用的认知，对于家庭内传播的控制是不利

因素。阴性配偶的疾病风险认知强于感染者，但仍

有近10%的阴性配偶对自身感染风险缺乏认知。大

部分单阳家庭在发生HIV感染后减少了性行为的次

数，这对于减少艾滋病的传播也有一定意义，其安全

套使用等与疾病防控相关行为情况已另文发表［5］。

本研究发现感染者HIV状况非本人告知的比例

仍较高，在缺乏强制告知政策的地区，不利于艾滋病

配偶间传播的控制。根据研究发现，今后应重点在

以性传播和/或静脉吸毒传播为主的地区以及少数

民族地区加强配偶告知工作，包括出台相应的告知

指南和政策等。
（致谢：本研究得到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有关专家，四川省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云南省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广西壮族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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